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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翻译文学的归属及其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田双艳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摘  要：本文旨在论述翻译文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相对独立存在形式，可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元并存。判断翻译文学与

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亲疏关系的关键依据在于翻译文学的话语规则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异。与源语文学相比，如果翻译文学的文化

规则和文学话语变异程度不大，那么这样的翻译文学更接近于外国文学；相较于传播国文学，如果翻译文学的话语规则已发生较深

的他国化变异，则这样的翻译文学更接近于中国文学，并可以无限接近于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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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主流学术观点是翻译文学是中国文

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主要原因在于持此观点的主要代表学者谢天振先生并未从学理

层面正面论述把翻译文学归于中国文学的理由。笔者拟在下文

中陈述这五种观点，并详细剖析这五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在此

基础上，本文试图综合运用译介学理论中的“创造性叛逆”和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中“文学的他国化”理论详细剖析翻译文

学的归属及其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1 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持此观点的主要代表学者是贾植芳、施蛰存、谢天振、王

向远和王宁。其中以谢天振倾力最多。贾植芳在 1993 年《中国

现代文学总书目》的序言中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我们还

把翻译作品视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与之类

似的做法是施蛰存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编了三卷《翻

译文学集》。施先生认为：“外国文学的汉译本，应当列入中国

的文学书目。”[2]贾植芳和施蛰存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原

因在于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近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

响。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中，尤以谢天振教授倾注的心力最多。 

2 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 

持此观点的主要代表学者为王树荣和施志元。针对贾植芳

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和施蛰存把三卷《翻

译文学集》纳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做法，王树荣表示不

满。王树荣在 1995 年的《书城》杂志上撰文指出：“翻译文学

怎么也是中国文学的‘作家作品’呢？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

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

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籍，成了‘中国文学’？”与王

持类似观点的学者为施志元。王树荣发表《汉译外国作品是“中

国文学”吗？试与贾植芳、施蛰存先生商榷》一文之后，谢教

授就此观点在《书城》杂志发表《翻译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

组成部分—与王树荣先生商榷》一文反驳。此后，施志元发表

《汉译外国作品与中国文学—不敢苟同谢天振先生高见》一文

对谢的观点进行反驳。施在此文中指出：“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

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总之，两派观点在

《书城》杂志上前前后后进行了两个回合的交锋。 

3 翻译文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存在形式，应与外国

文学和中国文学三元并存。 

而在持此观点的学者中，就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

学的亲疏关系，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是三足鼎立的

关系。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是刘耘华和宋学智。而持此观点的

学者并未阐释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亲疏远近。刘

耘华认为：“我们的确应该给翻译文学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的地

位……翻译文学正因为是中介性的，所以才是相对独立的。”宋

学智指出：“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者并立，符合当

今学术研究的多元态势……由翻译文学构成的这座桥梁，在外

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具有独特性和独立性。”理清翻译文学

归属的关键在于必须要弄清楚由外国语言文字转换为中文的文

学作品，其话语规则、意义生成方式和学术规则是否发生了变

异以及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异，这种变异是否深到传播国文学

本身的话语规则已被接受国的文化规则根本所化的程度。就此

问题笔者将会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4 运用“创造性叛逆”及“文学的他国化”理论分析“翻

译文学的归属” 

关于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学界之所以会出现众说纷纭、



文学艺术教育                                                                                      

 231 

莫衷一是的局面，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未能准确地运用恰当

的学科理论分析这一问题，即未能从学理上清晰阐释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在学界过去 30 多年里对于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

探讨中，大多学者是运用单一的学科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比如谢教授主要运用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核心概念

对翻译文学归属进行阐释，得出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的结论，

从而简单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另一些学者用变异学中“文

学的他国化”这一理论分析翻译文学的归属，得出翻译文学属

于中国文学的结论或将话语规则未发生变异的翻译文学归入外

国文学，把话语规则发生他国化深层变异的翻译文学纳入中国

文学。笔者认为只有准确综合地运用恰当的翻译理论和比较文

学理论，才能从学理上清晰阐释翻译文学的归属这一学术问题。

在我们开始正式探讨翻译文学的归属这一问题之前，笔者认为

有必要对“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这两个概念作一个清晰

的界定。关于这两个概念，王向远教授在《翻译文学导论》中

有清晰的界定。“‘外国文学’是外国作家用本民族的语言创作

的主要供本民族读者阅读的作品文本，‘翻译文学’是翻译家由

原语转换为译语的主要供译入语读者群阅读的文本。”但是不管

译者怎样在思想内容上追求忠实于原文，译介过程中文化过滤

和文化误读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与原作者

的意图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译者的风格与原作风格之间存在差

距。“创造性叛逆”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所提

出。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

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

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事实上，正

是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这一客观现象的存在使得翻译文

学与外国文学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距离，既然外国文学与翻

译文学之间存在距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

学就无须赘言了。“文学的他国化”这一概念由我国学者曹顺庆

教授所提出，从上述对“他国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定

义判断他国化是否发生的关键依据在于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是

否已发生根本改变。依据该定义，我们可以得知判断翻译文学

是否为中国文学的关键依据在于与外国文学相比，翻译文学的

话语规则和文化规则是否已经发生中国化的根本改变。在中外

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有两种外来文化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影

响，一个是印度文化，另一个是近现代的西方文化。自清末民

初以来，大量西方小说的引进大开国人眼界，为中国近现代文

学带来异质营养，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但是由于

我国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至今不过百年的历程。其中相当

大一部分翻译文学还尚未完全被中国文学所消化吸收，这些翻

译文学的话语规则和学术规则是未发生他国化深层变异的。通

过上述论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翻译文学既不是外国文学，也

不完全是中国文学的结论。然而我们应注意到的是，还有一些

翻译文学作品的话语规则已经发生他国化的根本改变，比如林

译小说和佛教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是把重语言的印

度文化规则转化成不重视语言的禅宗顿悟，“不立文字，以心传

心”的中国文化规则。我们可以把这类文化规则已发生他国化

根本变异的文学作品纳入中国文学。但是鉴于文学的他国化这

种深层变异并不会经常发生，我们目前还是把翻译文学视为一

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形式较为科学稳妥。 

至于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亲疏关系，笔者认

为应视其变异程度而定。笔者认为，判断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

和中国文学亲疏关系的关键在于其话语规则发生了多大程度的

变异。与源语文学相比，如果翻译文学的变异程度不大，仍保

留了较多传播国文学的话语规则，那么这样的翻译文学更接近

于外国文学。比如美国名著《飘》被傅东华译为中文，但是其

文化规则并未发生深层变异，因此《飘》更接近于外国文学。

与外国文学相比，如果翻译文学的话语规则发生了较为深层的

变异，则这样的翻译文学更接近于中国文学。 

结语 

本文运用译介学理论中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

核心概念论证了翻译文学不属于外国文学，又运用比较文学变

异学理论中的文学“他国化”理论论证了相当大一部分的翻译

文学不是中国文学，进而得出“翻译文学既不完全是外国文学，

也不完全是中国文学，而应该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类型

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元并存”这一结论。正是翻译文学把

外国文学中的异质营养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中国文学，给中国文

学注入新鲜的血液，才使得中国文学这条河流生生不息地流淌、

不断地更新发展。 

参考文献： 

[1]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言［M］.福州: 福建教

育出版社，1993． 

[2]施蛰存.我来“商榷”[J].书城，1995（4）:23. 

[3]谢天振. 为“弃儿”寻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J].

上海文论，1989（6）. 

 

 


